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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以鄂东 S 镇农民建房为例 

郑晓园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鄂东 S 镇农民建房消费现象显示：随着收入型贫困的减缓，因消费超出支出而导致的消费型贫困日益

显现，农村贫困的性质和形态正发生深刻变化。城市消费主义的示范与扩张、半熟人社会村庄分化的消费转型

以及婚姻市场化下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消费导向，构成了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消费型贫困具有较强的社会结

构因素，单纯依靠农民自身难以得到有效根治，应强化地方政府主导功能，节制无序的建房消费竞争，引导农

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加强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以加强对消费型贫困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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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consumption-poverty and its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 Set the building boom of S town in east Hubei as an example 
ZHENG Xiaoyuan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China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Peasants’ building boom in S town of east Hubei reveals that the nature and type of rural poverty is greatly 
changing，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ncome-poverty has been slowed while consumption-poverty springs up. The 
expansion of urban consumerism, the differentiation on consumption in village society, the consumption orientation of 
peasants’ family reproduc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constitute the mechanism of consumption-poverty. As 
consumption-poverty has strong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 the peasants cannot break away from poverty by themselves. It 
is the local government that should reign the poverty governance，control the disorder of consumption competition, 
guide a correct view of consumption and village construction including value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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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普遍从收入角度界定贫困，认为贫困是一

种收入不足带来的经济困境[1-2]。围绕贫困成因，经

典贫困理论形成了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大派别
[3]。结构主义将贫困归因于外在结构，认为制度设

置、政策安排、群体利益争夺等社会力造成的不平

等是贫困产生的根源，市场供求关系波动导致失业

等经济力产生的贫困也具有不可抗拒性。文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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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贫困归因于某种亚文化(例如贫困文化)或者文
化要素(例如人口素质、知识贫困或人力资本缺乏)，
其中，贫困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对贫困产生适应性的

规范和价值观，包括屈从感、缺乏计划和自我控制

等，进而限制他们抓住机会增加收入。而在具体的

经验研究领域，过去 20 年农村贫困研究主要集中
在区域性贫困问题上[5]。而关于区域性收入困境的

原因探析主要围绕要素缺乏展开，包括自然条件制

约[6]、经济区位的劣势[7]以及人口问题[8-9]，认为这

些要素的缺乏导致了农民的低收入困境。 
无论是经典贫困理论还是贫困经验研究都将贫

困视为一种收入困境，收入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取得

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尤其是贫困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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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贫困治理政策和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

收入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忽视

或掩盖了贫困的变迁与多元性，贫困被简化为收入

问题；其二，贫困经验研究在经典贫困理论的框架

下展开，但是对于贫困现象的解释停留在表层，并

且对于贫困产生的深层机理缺乏解释力；其三，贫

困与贫困治理的关系也被简单化，治理贫困指向单

一地提高收入，造成了一定的方向误导。 
就当前中国农村而言，贫困的性质和形态正在

发生深刻变化。城乡关系的系列转变带来了市场的

开放与收入机会的增多，使得农村发展的结构性因

素弱化，农民通过城乡流动的打工经济进行劳动力

要素有效配置，从而实现了收入水平的提升。然而，

农民在摆脱收入型贫困[10]的同时，又陷入一种更加

显著的消费型贫困，突出表现为建房潮流、人情异

化与赌博盛行。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背景下，乡村社

会和农民生活逐渐被消费所主导，农民家庭逐渐陷

入支出困境，农民的贫困表达不再是“收入不足”，

而是“消费太大”。与农民收入问题引发的高度关

注不同，因消费所引发的贫困问题并未引起足够关

注。与城市消费相比，农村消费一直被认为是不足

的[11]，政府也一度出台“刺激农民消费”[12]的相关

政策。事实上，消费越来越构成农村贫困的新诱因，

农村贫困的发生机理正在改变。 
随着贫困类型的变迁，贫困研究视角面临从收

入型贫困到消费型贫困的转换。收入型贫困一般通

过“贫困线”进行衡量，贫困线指特定时空条件下

维持人们基本生存所必须消费的最低费用[13]。本研

究中消费型贫困是指处于“最低收入”之上的消费

超出收入的经济困境，并且无法通过收入进行指标

化。打工经济提升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但是

后者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前者。以建房消费为例，

农民消费行为呈现非理性面向，既超出实际消费需

求，又超出自身收入水平和收入能力，既是超高消

费，也是超前消费。消费型贫困是一个社会事实，

它的深层含义是消费的失控。理解消费型贫困的关

键在于消费的超出为何失控。笔者拟以鄂东 S镇农
民建房消费现象为例，厘清作为社会事实的消费型

贫困的发生机理，并探讨相应的治理之策。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经验材料来自于

鄂东 Q 县 S 镇的田野调查。笔者及所在团队一行
20人分成三组，在 S镇先后进行为期 10天与 25天
的驻村调查，调查涵盖 7个典型村庄。在了解村庄

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全面情况之后，围绕着

建房消费、农民贫困、地方政府扶贫问题展开调查，

并对农民家计模式、收支结构、建房消费进行了数

量统计。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来源为 Q县门户
网站统计资料。 

二、消费型贫困的个案分析 

 Q县是国家级贫困县，S镇地处低山丘陵，土
地资源较为稀缺，人均 6分、户均 3亩，以双季稻
为主要种植作物，山林资源开发价值不大。在普遍

依赖农业收入的 20世纪 80年代，S镇是区域性贫
困的典型代表：人地关系紧张，农业形态单一，人

均收入低下，仅仅达到国家的贫困县标准即 150元
/年，农民抗风险能力缺乏。由于土地稀少、农业收
入不足，S镇农民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就离土离
乡外出务工，形成年轻人外出务工、老年人在家种

田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Q县是劳务输出大县，
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高达 60%。打工经济极大增加
了农民的家庭收入，显著减缓了收入型贫困的发

生。其一，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发生转型，收入来源

多元化，并且对农业的依赖性降低，务工收入在家

庭收入中的比例不断提升。由于务工收入主要以货

币收入形式呈现，打工经济对农民家庭的直接影响

是可支配性收入显著增加。目前，当地一般家庭的

年收入水平为 3～5 万，其中务工收入占比 90%以
上；其二，打工经济打破了传统小农经济的低水平

均衡。农民家庭劳动力要素得以有效配置，高价值

劳动力(年轻人)与市场结合，低价值劳动力(老年人)
与土地结合，农民家庭收入实现了最大化。然而，

收入型贫困的减缓，并没有将农民从贫困状态中解

放出来。农民在摆脱收入型贫困的同时，又陷入了

另外一种消费型贫困。 
 打工经济在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开

启了农民的建房消费之旅。S镇花村 4组共计 42户，
除了 6户在县城和乡镇买房，其余农户全部在村建
房。除了特别偏远的高山地区，当地基本上家家户

户都修建起了高大漂亮的楼房。S 镇出现两次明显
的建房现象：第一次是在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打工先富起来的农民率先建起两层楼房，村庄中的

砖瓦平房逐渐消失；新一轮建房从 2008 年开始至
今，农民普遍修建三四层(五层的也很多)钢混式楼
房替代原来的两层预制板式楼房。第一次建房是农

民收入水平提升之后消费水平提升的自然体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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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正常需求，而在新

一轮建房大潮中，消费已经越来越与收入和需求脱

钩。其一，建房消费规格高，远远超出当地农民的

收入水平。修建一栋三四层连体式楼房成本至少需

要 30万，有的甚至高达四五十万，对于 3～5万年
收入水平的农民家庭而言，意味着要耗尽 6～10年
的所有积蓄，无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其二，

建房消费超出农民的实际需求，新建楼房利用率极

低，浪费极大。农民一般只装修下面 1～2层居住，
并且实际居住的只有 1～2 间，上面的楼层通常被
空出来堆放杂物或者作为隔热层，还有大量新建楼

房因农民外出务工而直接闲置。这些楼房确实改善

了农民的居住条件，但远远超出了实际需求。用农

民自己的话说，“房子大了，就是(用来)装空气，装
灰尘”。其三，建房消费动力强，而且趋于失控。

农民新一轮建房来得集中而又猛烈，建房消费对农

民而言成为必须实现的刚性需求。建房规格越来越

高，从两层到三层、四层、五层，楼层不断攀升；

建房周期短，房屋更新加快；房屋样式也不断翻新，

由“在外面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引领，村庄建房“时

尚”涌现。如花村刘某在 2000 年时建了一栋二层
楼房，2010 年 “跟风”又建了一套四层楼房，建
房周期不过十年，这种例子不在少数。 
建房的巨大消费开支将很多农民家庭卷入贫

困之中，S镇的徐镇长说，“农民一辈子就是为了建
房，为了建房陷入长期贫困。”当地很少有农民能

一次性拿出 30万建房，农民建房的基本模式是“打
工+负债”。一方面集全家之力，一边赚钱一边消费，
在打工积蓄只有几万元时就开始谋划建房，一层一

层地修建，并且是先建毛坯房的框架再慢慢装修，

这样到完成建房往往需要 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另
一方面负债消费，为了缓和资金压力，向亲戚、朋

友借钱建房和赊欠建筑材料在当地极为常见，这就

意味着农民在建房完成后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还

债过程。对农民而言，建房不是一个“事件”，而

是一个“过程”。建房带来的巨大消费压力被分散

在这个过程之中，并作用于家庭生命周期的某个阶

段，农民不仅超高消费而且超前消费，造成了家庭

的阶段性贫困。 
贫困并非简单的经济问题，其对社会的影响广

泛而又深入。首先，对于农民而言，消费形塑了新

的家庭经济学。巨大的建房消费不仅将农民家庭卷

入阶段性的经济困境，还挤压了教育、投资等发展

性家庭支出的空间，而且降低了家庭的积累性，压

缩了家庭的弹性空间，农民家庭因意外事件陷入绝

对贫困的风险增强；其次，对于村庄而言，建房消

费竞争产生了恶劣影响，不仅不利于有序的村庄规

划和良好的居住秩序，还可能加剧村庄社会分化。

不仅普通农民成为贫困群体的可能性增强，绝对贫

困群体边缘化程度也大大提升，村庄社会结构的紧

张加剧。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消费型贫困暗含

了转型期村庄社会和农民生活的价值危机，村庄不

仅不再是“低消费、高福利”[14]的场域，反而是诸

多社会问题的发生器。 

三、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 

S 镇农民建房消费现象显示，农村消费型贫困
的发生学表现为一个过程：从消费的增长到消费的

超出再到消费的失控。消费型贫困的产生以消费的

增长为前提。农村消费的增长客观前提在于农民收

入水平的提升。长期以来，农民“储蓄”、“节俭”

的形象深入人心。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前，S镇农
民普遍处于“低消费”状态，农民生活很少与市场

发生关联，本地消费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农民不需

要消费，也抑制消费，这是与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

足的特点和低收入水平相适应的。随着打工经济的

兴起，农民逐渐摆脱收入型贫困，可支配收入显著

增加，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收入约束弱化，虽然

为消费的增长提供了空间，但是收入增长并不会自

动产生消费的增长，更不会导致消费的超出和消费

的失控。由消费超出和消费失控形成的消费型贫

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经验显示，城市消费主

义的扩张是农村消费型贫困的诱导性因素，半熟人

村庄社会分化的消费转型构成消费型贫困发生的

社会土壤，婚姻市场化下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消费导

向是其重要推动力。 
1．城市消费主义的示范与扩张 
农村消费型贫困的发生直接源于城市消费主

义的扩张。消费型贫困意味着农民经历了“低消费”

向“高消费”，“抑制消费”向“消费主导”的转变。

S 镇经验显示，农村消费的凸显，导火索在于城市
的消费示范效应，其首先作用于打工先富的农民。 
在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打工先富的部分农

民率先在村庄中建起楼房。一位在 1998 年建房的
中年农民回忆：我 1990 年到广东打工，工厂里干
净整齐，回家了看到老房子就不顺眼，又脏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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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攒了 2万块，就想盖楼房，让家里人住得好一
点。打工经济不仅增加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改

变了农民的消费观念。较早摆脱收入型贫困的农民

便出现了消费需求升级，他们逐渐接受城市“卫

生”、“舒适”的消费观念，并将务工收入转化为建

房消费行为。以收入增长为基础，以需求升级为目

标，以建房消费为内容，农民生活的消费面向增强，

农村消费逐渐凸显。在初始阶段，农民建房不过是

打工经济的自然结果，消费的增长与收入的增长保

持同步，建房消费与否对于农民而言是可以选择

的，村庄建房呈现自发秩序。 
如果说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建房的中年农民

是当地农村消费的开启者，那么，新时期农村消费

的主体即新生代青年农民则主导了新一轮建房消

费。正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城市消费主义由“示

范”变为“扩张”：城市消费主义经由年轻人更加

普遍深入地进入村庄社会和农民生活。与早期外出

务工农民不同，S 镇年轻务工农民普遍欠缺务农经
历和村庄生活经验，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更

加城市化，城市消费标准对于他们而言是内化的。

与早期外出务工农民相同的是，很多年轻务工农民

无法在城市获得体面生活的就业和收入，因而他们

仍然对村庄生活保持预期，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返回

村庄生活。在城市消费主义与村庄生活预期的共同

作用下，在农村修建一套不落后于城市生活标准的

房子成为年轻人的刚性需求，因为后者构成年轻人

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的起点。对于年轻人而言，房

子不仅要“卫生”、“舒适”，还要“有档次”、“有

品味”，村庄建房标准也因此被不断推高。城市消

费主义形塑了年轻人的高消费预期，并诱导了两个

后果，一是“预期”代替“需求”成为建房的出发

点，这就为消费的超出提供了动力；二是高标准建

房需求经由年轻人引入村庄社会，并且不断扩张，

为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找到了社会土壤。 
2．半熟人村庄社会分化的消费转型 
城市消费主义的扩张只是诱导性因素，村庄以

消费为标准进行分化，吸纳并转化城市消费主义，

是消费型贫困发生的社会土壤。 
伴随着收入型贫困的减缓，乡村社会逐渐展开

建房消费竞争。打工先富的农民在村庄中率先建

房，成为了村民口中“有本事”、“有面子”的人。

建房消费作为收入水平提升和消费能力增强的展

示，引发村庄社会评价向其靠拢。因而，先富农民

通过建房展示自己消费能力获得村庄较高的社会

地位，没有建房的农民在村庄中的地位相对下降。

卢晖临[15]指出，在平均主义心态作用下，富人为了

提高社会地位建房，而普通农民为了保住社会地位

建房，由此开启了村庄社会地位竞争。王德福[16]

认为，华北农民节衣缩食建房是为了在以建房为内

容、以小亲族为范围的面子竞争中获胜。确实，在

村庄社会中，农民普遍存在“平均”和“比较”心

理，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比较敏感。“你建了我也

要建”，“不能被你比下去”，这是农民卷入建房消

费的社会心理基础。事实上，S镇 90年代中后期的
农民建房自发性较强，而超出收入水平建房和消费

型贫困则集中发生于新一轮建房消费潮流之中。建

房从一种自发的“展示”转型为一种虚假的“表演”，

建房消费的“符号性”凸显。如果说 90 年代中后
期率先建房的农民展示了自己的消费能力，那么，

建房在后来已经与农民的实际消费能力脱节。那

么，这种并不能作为消费能力与收入水平表征的建

房消费，如何与面子或者社会地位关联？ 
其一，“半熟人社会”[17]为表演性消费发育和

表演性消费与村庄地位关联提供了可能性。在 90
年代的农民建房中，建房消费作为村庄经济社会分

化的标准是有效的。一方面，建房消费的表演性还

没有凸显，因此保持了消费与收入的一致性；另一

方面，村庄在当时本质上仍然属于熟人社会，村民

之间彼此熟悉，熟人社会中经济社会分化也自然是

清晰的。而在新一轮建房潮流发生之时，大量青壮

年农民外出，村庄社会呈现半熟人化状态，村民之

间不再是知根知底，尤其是在收入层面呈现隐性化

状态。简而言之，在半熟人社会中，由于信息不对

称，“打肿脸充胖子”、与实际不符的认知偏差现象

难以避免。半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竞争更加依托外显

性消费来展示，外显性消费与实际收入的一致性判

定失效，通过超出收入的外显性消费表演获得他人

肯定性社会评价和自我地位的提升在半熟人社会

中获得空间。所以，农民建房的楼层和规格不断攀

高，这种超出自身收入水平和能力的外显性消费直

接指向较高的村庄社会评价。 
其二，外显性的住房消费成为一般性社会识别

机制。房子在村庄社会中演变为一种符号，不再是

“富裕”的象征，而是“一般性”要求。如果说先
富农民建房提升了自己村庄社会地位，那么，普通

农民卷入建房，则更多地是为了获得一般性社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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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表现为“随大流”和拒绝边缘化。房子构成基

本的社会识别机制，“建房的不一定有钱，但是没

有建房的肯定没有本事”，没有建房的农民在村庄

社会中被首先识别出来，他们“抬不起头”，产生

强烈的边缘感。普通农民因为拒绝边缘化而卷入建

房消费，实际是通过建房获得作为一般性村庄社会

成员的资格。房子对农民而言成为一种社会价值的

载体，并构成村庄社会地位的识别机制。 
3．农村婚姻市场强化了建房消费导向 
村庄以建房消费为内容进行分化和展开竞争，

使得嵌入村庄社会的农民家庭陷入消费压力。同时

由于农村婚姻市场的变化，农民的家庭再生产也越

来越卷入建房消费的压力之中。调查表明：当地农

民的基本人生任务是帮儿子娶媳妇，但近年来娶媳

妇越来越与建房联系在一起，建房消费成为农民家

庭再生产的启动成本。“娶媳妇”和“建房消费”之
间并非直接关联，建房作为婚姻门槛的机制在于： 
其一，年轻人在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高标准的

消费预期，这种高消费预期构成年轻人婚姻生活的

起点，并通过代际传导机制将消费压力扩散到整个

家庭之中。S 镇年轻人对住房有高标准需求，但是
由于他们自身收入有限，其中老年父母自然被卷入

中间，进而使整个家庭浸润在消费压力之中。与华

北农民建房的代际剥削现象不同，在 S镇，建房属
于两代人共同完成的任务，因消费带来的贫困状态

也是整个家庭所共同承受的。 
其二，婚姻市场化打破了传统婚姻圈，形成了

女性婚姻市场，以住房为主要内容的婚姻要价不断

攀升。调查中发现，由于女性资源外流，当地中老

年父母普遍担心儿子娶不到媳妇，S 镇的一些偏远
村庄例如白村甚至形成了光棍村。在 S镇，女性因
为在婚姻缔结中占据主动地位，高标准的住房条件

越来越成为她们的要求：最好是进城买房，其次是

集镇买房或建房，最低也要在村建房。由于一般村

民难以承担进城买房的艰巨任务，在村建房成为普

遍的婚姻消费项目。 
其三，在流动背景下，婚姻市场信息不对称加

剧，建房成为婚姻识别机制。正如上面所言，在村

庄社会，有房子不一定富裕，但是没有房子肯定被

认为是“落后”。没有建房的农民在村庄社会中被

首先识别出来，不仅在村庄社会分层中处于边缘位

置，更会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导致家庭再

生产难以完成。当地农民普遍存在的“婚姻焦虑”，

进一步强化了以建房消费为标准的村庄社会分化，

农民为了让儿子娶上媳妇而加入到这场越演越烈

的建房消费潮流。因而，在婚姻市场化作用下，农

民的家庭再生产越来越为建房消费所主导，许多农

民为了建房举家外出务工以顺利进行家庭再生产，

并且甘愿忍受阶段性贫困状态。 
综上可见，城市消费主义的扩张、村庄的消费

分化以及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消费导向，成为消费型

贫困的发生机理。而且三者交互作用、不断强化，

使得消费本身很可能由价值实现载体转变为价值

本身。在农民看来，建房消费是为了获得村庄社会

地位和完成人生任务，后者分别与农民的社会性价

值与本体性价值[18]挂钩，具有目标的合理性，而这

种目标的合理性极容易掩盖实践的消极性。而一旦

建房消费本身获得价值，高标准消费就会不断进入

农民的生活，超出收入水平和能力的建房消费越来

越变得难以调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型贫

困在农民身上很可能表现为一种“积极的贫困”，
这种贫困虽然会产生压力感知，却不会遭遇主动拒

绝。因而，农民以建房消费为价值载体，是消费型

贫困不可抗拒的深层机理。 

四、消费型贫困的治理策略 

农村贫困问题对于社会稳定影响广泛而又深

入，贫困治理也一度成为政府重点工作。长期以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贫困治理聚焦于收入型贫困，并

着眼于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收入型贫困由于可以

量化为政绩并且带来大量扶贫资源输入，一直是地

方政府贫困治理的重点。Q县政府的贫困治理主要
从 80 年代中期的发展集体经济(村办企业、集体果
园)、“一村一品”(种植山药、土豆等经济作物)，
到 90 年代中期推动药材产业，再到后税费时期培
育新型农业主体和鼓励农民创业，主要围绕着改变

传统农业、提升产业层次展开；与此同时，不断注

入扶贫项目进行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Q 县 30
年贫困治理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果。另外，打工经济释放了多余的农业劳动

力，使劳动力资源得以更加优化地配置，家庭收入

实现了最大化。在收入型贫困缓解的同时，以建房

消费为内容的消费型贫困日益凸显。而与对收入型

贫困治理的热情不同，政府对以建房消费为主的消

费型贫困缺乏重视，没有意识到收入的增长并不能

自动消除贫困以及消费型贫困治理的紧要性。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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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贫困治理急需转型。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消费

型贫困的社会后果，并且担当起治理消费型贫困的

责任主体，因为消费型贫困具有较强的社会结构性

因素，光靠农民自身不仅难以摆脱这种贫困，还可

能导致消费型贫困越演越烈。基于消费型贫困的发

生机理，贫困治理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强化地方政府

角色，遏制无序建房，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加强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从而有效防

止消费型贫困的发生。 
其一，遏制无序建房。地方政府需要抑制诱致

消费型贫困的载体，净化社会风气。不同地区消费

型贫困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

干预。S 镇消费型贫困的表现形式是建房消费，长
期以来，当地政府对农民建房放任自流，村庄缺乏

规划，农民建房选址自由。地方性宅基地政策也形

同虚设，在宅基地面积、高度上缺乏限制性规定，

宅基地指标也不加以控制。而缺乏干预的农民建房

被城市消费主义、村庄社会竞争以及农民婚姻压力

所支配，最后产生了消费型贫困以及其他一系列社

会后果。基于此，地方政府需要通过相关宅基地政

策、政府管控和村庄规划遏制无序的建房消费竞

争，节制过度消费。政府干预对于治理消费型贫困

非常重要，有利于瓦解农民的超前消费，遏制无序

的消费竞争。 
其二，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在净化社

会风气之外，价值重建需要展开，地方政府应当引

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消费型贫困的

深层原因不被处理，价值问题不被涉及，就不能阻

止消费型贫困以其他形式发生。当然，并非是要鼓

励农民回到传统的“低消费”状态——适当增长的
消费对于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而是要

反对“消费的超出”和“消费的失控”，反对农民

生活被消费所主导，引导农民建设合理的消费秩

序。在这个方面，尤其需要警惕城市消费主义的扩

张，避免刺激农民消费、鼓励农民进城的政策对于

农民消费的强化和影响。 
最后，加强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新农村建设。

调研发现，新农村建设对于加强村庄建设、减缓消

费型贫困具有积极意义。S 镇由政府和村庄统一规
划在吴村进行“幸福新村”建设，以解决高山移民

安置和困难群体住房的问题，对减缓消费型贫困有

启发作用。村内住房规格(大小、高度、布局、风格)
一致，都是占地 80 ㎡、单层或者双层的小屋小院，

另外集中开辟空地给住户养鸡、种菜，还修建了一

个文化广场供村民休闲娱乐。新村建设在在当地村

民中获得很高的评价，一是造价低，一套房屋总成

本只有十多万，二是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房子不

大不小足够居住，房前屋后设计合理，还有公共活

动场所。作为一项贫困治理实践，新村建设不仅节

制了农民自发的建房消费竞争，避免了因建房消费

带来的贫困，而且满足了农民实际的居住需求，提

升了农民的村庄生活福利。 
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消费型贫困的兴起，正在

深刻影响村庄社会和农民生活。在现实中，消费型

贫困容易被村庄的表面繁荣和农民的积极热情所

掩盖，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迎合了“刺激消费”

的政策倾向。而事实上，村庄社会和农民生活在消

费的浸润下暗含了价值危机和社会危机，村庄乱象

丛生，主体性缺失。鉴于中国农民仍将长期依托于

村庄而生活，有必要节制无序的建房消费竞争，引

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加强包括文化价值在内

的村庄建设，重塑村庄的“低消费、高福利”，以

抵御日益显著的消费入侵，以及伴随而来的消费型

贫困。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型贫困的治理，关系到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以及中国农民生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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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益。同时要鼓励青壮年劳动力从事中药材生

产，解决因雇佣劳动力引起的成本上升问题。第三，

通过培训、自学等手段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提高农

民整体素质，使农民学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中药材

价格信息和供求状况，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

行为，做出正确种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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